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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儒家“奉祀型書院”的建立和發展*

賀晏然　 褚國鋒

[提　 要] 　 明清朝廷陸續設立聖賢奉祀後裔,以“嫡裔奉祠”的制度要求確認了一批奉祀建築。 其

中,有近三十所奉祀建築被冠以“書院”之名。 相較於學界此前基於書院祭祀功能提出的“祭祀式書

院”概念,以“奉祀型書院”重新定義和考察這些書院,可以細化此類書院建立和發展的制度背景,進
而探查書院經營的行為邏輯。 書院的儒家祭祀活動在北宋已存,元代則得到制度和家族的支持,但
明清以前的書院祭祀與明清以聖賢奉祀制度為基礎、奉祀生設置為目的的“奉祀型書院”仍存在差

異。 明清以來的聖賢奉祀制度和“奉祀型家族”的發展,助推了此類書院的發展。 奉祀型書院的祭

祀、教育等功能在制度要求和地方傳統之間不斷調試,最終形成以衍聖公府為代表的家族化發展模

式。 同時,為了適應聖賢奉祀制度的要求,書院建築也出現了專祠化、祠廟融合、虛擬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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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時期,朝廷曾為儒家聖賢祠廟、墓地等設置了聖賢後裔奉祀生,以承擔儒家祭祀建築的奉

祀活動。 儒家聖賢祠墓之外,嘉慶《欽定學政全書》的“承襲奉祀”名單還載有近三十所設置有奉祀

生的“書院”。①這些書院屬於聖賢奉祀制度和書院傳統相結合的產物。 此前的研究將尼山書院、洙
泗書院等視作“祭祀式書院”的代表②,即“以祭祀文化名人為主而無教學或教學較少的書院” ③。
此種分類主要基於書院的活動內容與功能屬性,未曾關注這類書院在明清時期持續建立和發展的

制度因素,也未注意到這類書院奉祀建築的建設目的與性質的結構性變化。
近年來對明清先賢奉祀制度史和清代儒家“奉祀型家族”的研究使得從儒家奉祀角度重新認

識這類書院成為可能。④本文以“奉祀型書院”的概念來重新界定這些被納入明清奉祀制度框架下

的書院,考察其演進歷程,分析其發展特點。 這些書院的祭祀活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元以來書院

祭祀展開的趨勢⑤,同時,更反映了明清聖賢奉祀制度對書院及其背後地方社會行為邏輯的形塑。
奉祀型書院或經歷了家塾、書院、專祠、廟宇等複雜的變化過程,承襲奉祀的家族在不同的地域社會

尋得了與官方崇儒政策接洽的方式,使族人保有書院承襲奉祀的機會。 在明清奉祀型書院發展的

過程中,受到制度要求和地方社會祭祀傳統的影響,出現了專祠化、祠廟共存、虛擬等特殊的文化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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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基於明清儒家聖賢奉祀制度來研究“奉祀型書院”,可以補充和豐富學界對明清書院時空分

佈、修建目的、活動特徵等的既有認識,為明清書院發展的複雜性提供制度史和家族史視角的解釋。

一、明代以前書院祭祀的發展

學術界通常認為,制度化的書院出現於北宋。⑥供祀是書院的三大事業之一。⑦書院祭祀空間的

出現意味著書院的“廟學化”,標誌著書院教育的成熟。⑧北宋初年,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已有祭祀

空間,孔門聖賢開始成為書院祭祀的核心對象。⑨

追索明清奉祀型書院的前史可知,雖然祭祀孔、孟、言子等聖賢的書院建築早有,但其性質並不

明確,祭祀活動也不普遍。 尼山書院的前身在北宋“即廟為學”,重視孔子祭祀。 慶曆三年(1043),
孔子第四十六代孫孔宗愿“作新宮有廟,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講堂,有學舍,有祭田” ⑩。 聖

澤書院始建於北魏孝昌元年,北宋元祐四年重修。􀃊􀁉􀁓河南開封游梁書院屬孟氏,“創於宋” 􀃊􀁉􀁔。 言子

書院在南宋時設立,名“學道書院”。 陳宜中在《學道書院記》中講述了學道書院的由來,期望藉此

弘揚言子之學,“宋興,崇文尚治,吾夫子之祠遍天下。 ……吳為今輔郡,公實東南道學之宗也。 吳

故有祠,紫陽先生嘗記之矣。 而郡則未講,……三閱月而堂成,請於朝,扁以‘學道書院’。” 􀃊􀁉􀁕從相關

記載來看,此時這些建築尚未形成制度化的聖賢奉祀傳統,其教育面向大於祭祀需求。
及至元代,書院與儒家祭祀之間的關聯進一步深化。 要而言之,元代書院被納入官學體系,先

賢祠祀成為書院的一大特質。􀃊􀁉􀁖元儒黃溍云:“我朝尊右儒術,以風厲乎海內,聞者莫不知勸。 ……
其為書院者,遂與州縣學參立,而布滿於四方。 既奉濂洛、乾淳二三大儒以為先賢,而於前代名臣、
山林高蹈之士,有所弗遺。” 􀃊􀁉􀁗唐肅也曾言:“凡天下名書院者,有祠以祠先賢,有教以教後學,國朝

制也。” 􀃊􀁉􀁘

在元代書院的官學化進程中􀃊􀁉􀁙,朝廷的文治政策與鼓勵舉措發揮了主導作用,而業儒家族的托

舉亦不容忽視。 已有研究表明,元代的南北家族均透過興建書院來獲取身份資源。 萬安玲(Linda
 

Walton)指出:“1315 年恢復科舉制度前後,士大夫家庭已通過興辦書院從而把利用教育作為維護

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的戰略。 ……元朝建立後,書院對南方士大夫家庭的命運起著重要作用。
……元代的書院,既是國家教育機構的組成部分,也是南北方漢族士人———以及非漢族士人———通

過堅持儒家教育傳統而保持地位的手段。” 􀃊􀁉􀁚元代南北家族利用書院維繫自身社會地位的做法,堪
稱明清時期奉祀型書院所對應的“奉祀型家族”發展模式的先聲。

部分清代“奉祀型書院”在元代有著較為明晰的前史。 就北方而言,尼山書院、洙泗書院等在

元代建成並有所發展。 尼山書院在至元四年(1338)告成,有大殿、毓聖侯祠、學宮等建築,“繼以塑

繪聖賢之像成,樂器祭器以次第成。 置弟子員”。􀃊􀁉􀁛洙泗書院由孔子後代主持修建,設有禮殿、講堂

等,於 1338 年落成。􀃊􀁊􀁒虞集撰《滕州性善書院學田記》載,奉祀孟子的性善書院初為義塾,延祐元年

(1314)改稱“性善書院”,延祐二年“改築於滕之舊治。 ……右廟堂以祠孟子”。􀃊􀁊􀁓汶上聖澤書院、鄒
縣中庸書院等書院在元代的建設歷程與奉祀活動的關係也較為清晰。􀃊􀁊􀁔

在元中後期,不僅北方書院積極展開奉祀活動,南方書院的奉祀也有所發展。 黃溍《文學書院

田記》稱:“至順二年,州人曹君始出私錢買地作祠宇,而辟論堂於其後,列齋廬於其旁。 有司因為

請於中書,設師弟子員,而揭以新額曰‘文學書院’。” 􀃊􀁊􀁕由“祠宇”可知文學書院以祭祀子遊為主要

目的。 楊剛中在《平江路常熟州文學書院記》中強調言子故里建設書院以專祀言子的必要性,“雖

春秋之事,獲俎豆於夫子之堂者遍天下,然其鄉無書院以專祀之,則於理有不當然者。” 􀃊􀁊􀁖又如,專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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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吳縣文正書院,李祁撰《范文正公書院記》載:至正丙戌,吳秉彝等奏改祠為書院,不設教

官,以范仲淹子孫居嫡者世主之。􀃊􀁊􀁗

在元廷書院政策的影響下,部分聖賢祠廟曾假書院之名構建奉祀空間。 如青浦孔氏的奉祀建

築至聖衣冠墓,其在元代的揚名與書院有關。 孔宅書院被後世視作青浦孔宅歷史的重要一環,“元

至正間,墓中環璧光騰霄漢,里人章弼繼蔡廷秀修建孔宅書院,以待學者。” 􀃊􀁊􀁘但該說的演變實際頗

為複雜。 郯城縣宗聖祠前身為至正年間所建“曾子書院”。􀃊􀁊􀁙至元間,寧陽西臯村複聖廟建成,“敕員

奉祀”,旁修常川書院一所,以廟祭祀顏子,以書院傳揚顏子之道。􀃊􀁊􀁚這些書院此後複以祠墓、祠廟之

名行世,但元代書院政策一度為聖賢後裔家族兼顧祭祀和族人教育提供了便利。
總體而言,追溯明清奉祀型書院的宋元前史,可以發現書院的祠祀功能從北宋逐漸顯現。 先

聖、四配和南方先賢代表言子的奉祀活動和相應建築最早形成。 這些建築包括家塾、家祠、學宮、書
院等不同形態。 到了元代,官方政策主導了書院的“祀事”,南北家族亦積極參與其中,書院性質和

聖賢祭祀空間初步建立。 此後,在明清聖賢奉祀制度和“奉祀型家族”的支持下,部分書院與奉祀

制度相結合,構成了明清“奉祀型書院”的主體。

二、聖賢奉祀制度與明清儒家奉祀型書院

明清時期是書院進一步普及和繁榮的階段,􀃊􀁊􀁛書院配合地方儒學景觀和聖賢記憶的建構,形成

關於書院奉祀的豐富敘事,進一步將聖賢奉祀的意義固著在書院的建築空間和歷史敘事當中。 更

重要的是,明清時期逐漸成熟的儒家聖賢奉祀制度使得奉祀後裔和祭祀建築之間息息相關,一類以

聖賢奉祀制度為基礎、奉祀生設置為目的的“奉祀型書院”成為了聖賢奉祀祠廟之外的空間選擇。
“奉祀型書院”是明清聖賢奉祀制度與書院傳統及建築結合的產物,其目的在於契合儒家聖賢

祭祀的制度要求。 這類書院設有專司奉祀的聖賢後裔,以服務於書院奉祀這一核心功能。 宋代家

族建設、優待勳臣等觀念助推了賢儒專祠奉祀生的出現。􀃊􀁋􀁒明清以前的奉祀生設置並非集中於聖賢

後裔,增設也多出自帝王或地方官員的個人意志。 到明清時期,聖賢奉祀改由朝廷主導,奉祀活動

逐漸制度化。 明代聖賢奉祀官方化的表現之一是授予聖賢奉祀後裔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除南北

孔氏外,朱熹、程頤、顏回、孟軻、劉基、周敦頤、曾參、張載、邵雍、程顥、仲由等人的後裔也被封為五

經博士。􀃊􀁋􀁓雖然五經博士並無職掌,但獲得此頭銜的族支屬於被禮部承認的嫡系,家族祠堂也會被

授予官方地位,他們有權要求官府撥給祭田、增設廟戶,無形中強化了家族的社會聲望,提升了本支

在家族和地方的地位。 明代將儒家聖賢奉祀後裔納入中央管控,是清代奉祀制度擴展的先聲。
清代不僅授予聖賢後裔五經博士,還大量設置奉祀生員,將這一受到禮部認證的奉祀身份推廣

到更多的聖賢後裔家族,使得儒家祭祀活動進一步納入國家祭祀體系。 負責書院奉祀的奉祀生也

屬此類生員,他們雖不用參加科舉考試,但必須是儒家聖賢後裔。 在承擔奉祀的過程中,奉祀生及

其家族可以獲得科舉和經濟等方面的益處。 例如,奉祀生因特殊身份而免除賦役、得到任用,奉祀

建築可以獲地方官府撥款撥地等。 聖賢後裔家族為了增設奉祀生,按照朝廷規範重編族譜,重修奉

祀建築,其中也包括書院。 因奉祀型書院主要服務於奉祀活動的展開和奉祀生的設置,它的設置目

的、建築空間、發展過程都與普通書院有所不同。
(一)奉祀型家族與奉祀型書院

在明清聖賢奉祀制度的演變進程中,“奉祀型家族”是奉祀政策落實的重要助力,􀃊􀁋􀁔家族在元代

書院奉祀活動中的角色或隱或顯,但晚明以後逐漸成為奉祀書院建設的輔助。 明代衍聖公府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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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書院表現較為明顯。 除了書院奉祀生,衍聖公府還另設職守管理書院。 “孔氏北宗一員,奉中庸

書院祀”,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之一。 此外,“太常寺博士一員,正七品,奉聖澤書院祀。 未審建置之

始。 國朝順治元年,山東巡撫方大猷題准依前明舊例,以衍聖公第三子承襲。”另,“國子監學錄二

員……一奉尼山書院之祀,一奉洙泗書院之祀。” 􀃊􀁋􀁕奉祀生配合這些職官,滿足衍聖公府名下奉祀書

院的日常管理和禮儀需求。 晚明孔氏書院建設、教育、祭祀等活動中也可見到奉祀生的身影。 衍聖

公府在明代尼山書院的修繕活動中較為活躍。 “明永樂中,五十九代衍聖公率族人增建啟聖殿及

寢殿於西偏” 􀃊􀁋􀁖。
明代曲阜之外的奉祀書院多由地方官府主導修繕。 如聖澤書院“明世宗嘉靖二年,巡撫山東

都御史陳鳳梧檄知縣吳瀛移建城中。 穆宗隆慶元年知縣趙可懷,神宗萬曆元年知縣張惟誠,二十八

年知縣尚瓚,先後重修。” 􀃊􀁋􀁗萬曆年間嘉祥知縣田可貢撰《鼎建宗聖書院碑記》提及宗聖書院也是由

地方官府主導修建。􀃊􀁋􀁘常熟言子文學書院在明代的復興也是以地方官員為主。 嘉靖初年言氏嫡裔

已然“下同編氓,貧窮不能自立”,萬曆時常熟知縣耿橘重立書院,並期望言福等言氏小宗子弟可以

傳承和踐行言子學說。􀃊􀁋􀁙家族雖在明代奉祀書院的重建活動中不常現身,但書院復興的意義通常與

家族緊密纏繞,所謂“祀公而教育其子孫” 􀃊􀁋􀁚。
隨著清初奉祀型家族的進一步擴展,家族的活動能力開始由傳統的儒學家族推及南北的業儒

甚至商業家族。 山東以衍聖公府為代表的聖賢家族保持著對奉祀書院的持續影響。 如鄒縣尼山東

麓的尼山書院,“國朝康熙十三年,六十七代衍聖公又加修飾,易圍牆以磚石。 雍正二年,六十八代

衍聖公以歲久漸圮,更為鼎新。 乾隆二十年,今衍聖公昭煥復率族人出資重修。”曲阜城東北的洙

泗書院,“國朝順治八年,六十六代衍聖公復加補葺。 十三年,六十五代孫、曲阜知縣衍淳,康熙三

十八年,六十六代孫、曲阜知縣興認,皆捐俸重修。”此外,汶上縣聖澤書院、鄒縣中庸書院等也都在

清代經歷了衍聖公主持的重修工作。􀃊􀁋􀁛

南方書院的重修在清代也開始轉向奉祀家族主導。 以江蘇的奉祀型書院為例:常熟言子文學

書院在康熙四十六年重修,康熙五十一年言德堅獲授五經博士,言氏的奉祀生數量在雍正年間得以

擴充。 此後文學書院的重修基本由言氏家族負責。􀃊􀁌􀁒金匱朱子嵩山書院建設於乾隆年間,乾隆三年

(1738)設置奉祀生。 范仲淹文正書院的修葺事項基本由族裔主導。 “康熙二十年,裔孫浙江巡撫

承謨修。 三十四年,裔孫兩江總督承勲修。 ……乾隆二年,裔孫太學興禾、大同知府瑤重修。” 􀃊􀁌􀁓

南方家族的商業背景對書院建設也有所影響。 如被納入無錫嵩山書院奉祀的朱氏族人,本為

宋村朱氏家族的邊緣族支,但由於善於經商和經營姻親關係,展現出不一般的家族建設能力。 同在

金匱縣的錫山書院主要由徽商經營,可能在康熙年間已經設立奉祀。􀃊􀁌􀁔這些家族呈現較強的經濟實

力和靈活的奉祀手段,與晚明江南地區商業發展的活躍環境相呼應。 隨著聖賢奉祀制度的完善與

推行,聖賢名下書院多在康乾間增設奉祀生。 這不僅是對書院奉祀職能的肯定,也為家族進一步參

與奉祀書院的日常活動提供了渠道。
(二)承載聖賢記憶的奉祀型書院

奉祀型書院不僅是獨立的禮儀建築,而且逐漸融入地方聖賢遺跡系統。 明清時期,奉祀書院與

新舊聖賢景觀的結合成為新議題。 在聖賢奉祀過程中,地方文士開始關注對聖賢遺跡的發掘。 如

對尼山景觀與聖裔關係的構建,通過孔聖後裔、在地官員和地方文士的思想言說,以及他們不斷塑

造相關祠廟、墓地和書院等“聖跡”的行為而得到強化。 地方文士有意識地調和歷史記載中的矛盾

或不實,自覺塑造和凸顯這些文化資源與本地風俗、文教的密切關係,同時藉助這些文化資源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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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化的論述。 在法國歷史學家皮耶·諾哈(Pierre
 

Nora)看來,“[歷史]是記憶,而不是回憶,是
現在對於過去的全盤操作與支配管理。” 􀃊􀁌􀁕聖賢記憶也是基於當下需求的建構,而不是再現。 地方

社會和奉祀家族的需求影響著對聖賢遺跡的選擇性記憶,反映出史實之外認同建構的過程。
森正夫所提出的地域社會概念有助於進一步理解奉祀型書院在聖賢記憶空間中的角色。 “地

域社會是貫穿於固有的社會秩序的地域性的場,是包含了意識形態領域的地域性的場。” 􀃊􀁌􀁖這種地

域性的場由身處其中並彼此認同的人們創造和維護。 對包括書院在內的聖賢遺跡的文化記憶與空

間塑造,也可以構成儒學的“記憶之場”。 奉祀書院和其他奉祀遺跡共同構成承托儒家文化的具體

場域,反映著地方知識分子對歷史與現實的思考。 這種區域化的儒學景觀構建,在南北聖賢奉祀型

書院建築中均可見到。 子思書院便充分體現了這種記憶塑造的過程。 子思書院位於孟子奉祀集中

的鄒縣,傳說為思孟授受之地,元貞元年建中庸精舍,後創立講堂等建築,大德六年通名為“中庸書

院”,延祐二年改名“子思書院”,“設山長以司祭祀及教事”,永樂中徙置暴書臺東。􀃊􀁌􀁗 《聖門十六子

書》關於子思書院的記載轉錄自《三遷志》。􀃊􀁌􀁘這一書院建築應即嘉慶《欽定學政全書》中提及的中

庸書院,專祀子思子,“矧述聖子思子無專廟,以我邑中庸書院為廟”。􀃊􀁌􀁙元代文人將子思子遺跡、孟
子傳說與孟子遺跡相關聯,“以文化地景的形式在空間中打造出思孟之道的源流。 ……這一空間

通過命名得以形成,又通過互文與各種歷史典籍連接,成為追溯思孟學說的記憶之所和空間載

體。” 􀃊􀁌􀁚這一思孟空間經地方官府、儒生群體及聖賢家族的認可與建設而逐漸凝結為在地場域與地

方集體記憶。 明正德年間授衍聖公次子世襲五經博士之職以奉中庸書院祀,清代另設奉祀生六名,
中庸書院奉祀在思孟空間中的地位愈發凸顯。

此外,明清對洙泗書院、春秋書院的聖賢記憶也顯露重建意圖。 洙泗書院在至元時已“設山長

一人奉祠” 􀃊􀁌􀁛,明正德間一度衰落。 在嘉靖年間的重修􀃊􀁍􀁒過程中,地方官員與文士所撰碑記詩文等對

“孔子講堂”與“洙泗之間”的關聯予以闡發,將先聖記憶與書院空間之間的聯繫予以固化。􀃊􀁍􀁓另據

研究者考證,清康熙二十三年“幸魯聖典”促成了春秋書院後來的改修,孔尚任所論“春秋台”方案

得以落地,乾隆時已有“春秋書院即春秋台”的說法。􀃊􀁍􀁔 “孔子作春秋處”從傳說轉變為春秋書院歷

史源頭以及現實地標,同孔尚任等對孔聖記憶的闡釋密切相關。
在制度和家族的加持下,奉祀書院隱然成為地方書院建設的模版,開始影響其他聖賢書院的建

設邏輯。 如清代石門書院,雖未進入朝廷的奉祀名單,但也由衍聖公府負責管理和祭祀。 乾隆《曲

阜縣志》載:“石門書院在董家莊,以近石門山故名。 舊為三教堂,聖裔毀釋老之像,獨奉夫子,易今

名。 歲亦以市稅為春秋享祀之用,以四氏學教授、學錄主其祭。” 􀃊􀁍􀁕嘉慶十四年(1809)的一則公文

載:“緣曲境董家莊,舊有三教堂一座,乾隆九年奉旨飭禁。 隨將三教堂改為石門書院,獨奉至聖先

師,使四氏學耑主其祀。” 􀃊􀁍􀁖據此可知石門書院的設立應在乾隆九年(1744)或稍後,正是儒家聖賢奉

祀興盛之時。 石門書院獨奉夫子,密切配合朝廷政策,有助於社會教化。 四氏學教授、學錄對祀孔

活動的主導既保證了石門書院與儒家聖賢奉祀的密切關係,也強化了石門書院與衍聖公府的關聯。
這座書院雖然不在奉祀生名單內,實際享有的祭祀環境與儒家奉祀型書院一般無異。􀃊􀁍􀁗奉祀型書院

呈遞朝廷奉祀政策的建設邏輯由此可推廣到更為廣泛的地方書院建築。
由上述明清奉祀書院的例證可知,明清儒家聖賢奉祀制度深刻影響了奉祀型書院的建設和發

展。 實踐奉祀的基層單位“奉祀型家族”在書院建設中逐漸扮演重要的角色,通過對地方聖賢記憶

的重構,奉祀書院開始成為地方儒學景觀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為了能夠增設奉祀,奉祀書院可

能與祠宇一樣,經歷過為滿足奉祀生增設要求而進行的改建。 例如,性善書院在元代隸屬於學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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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天啟間移建。 性善書院“內有存心堂”,􀃊􀁍􀁘而“孟子存心堂”在嘉慶《欽定學政全書》中是獨立的

奉祀建築,設奉祀生二名。􀃊􀁍􀁙存心堂與性善書院分設奉祀生,是符合家族增設利益和豐富地方儒學

敘事的雙贏做法。 聖賢後裔家族為滿足制度要求而採取的務實思路深刻影響了明清奉祀型書院的

發展邏輯,也無形中激發和拓展了地方聖賢文化的表達路徑。

三、儒家奉祀型書院的祠廟化

明清書院建築在適應賢儒奉祀制度要求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特殊的文化現象,如專祠化、祠
廟融合、虛擬等。 為保障奉祀功能,部分奉祀書院逐漸廢棄學舍,以確保祠宇的完備。 部分書院為

設立奉祀,借用寺觀、會館等非書院建築並使其“儒家祠廟化”。 如無錫朱氏的錫山書院和嵩山書

院便是如此。 部分書院甚至有名無實(未曾建設)。 山東衍聖公府名下的一些書院就採取此種方

式擴展奉祀生名單。 這充分反映了奉祀書院性質在明清奉祀政策影響下的轉變。
奉祀書院的人員屬性也有所變化。 普通書院設置山長一職,往往更關注書院教育事務的管理。

但是奉祀書院的山長,主要承擔“奉祠”的職責。􀃊􀁍􀁚雖然有一些書院承擔著教育本族子弟的功能,但
是在儒家奉祀制度籠罩下,其被聖賢家族重視的主要原因時常在於增置奉祀生,由此造成書院建築

尤重奉祀空間,整體建築性質開始向祠廟偏移或轉化。 甚至有一些書院沒有建立過實體,僅是為了

設置奉祀生而虛擬於紙端。 如北孔名下的舞雩壇崇德書院,見載於嘉慶《欽定學政全書》,《孔府檔

案》也有清雍正至嘉慶年間選補該書院奉祀生的檔案,但該書院並未實設。􀃊􀁍􀁛

對於山東以外的奉祀家族來說,由於需要接受地方官府的審核並層層上報,虛擬奉祀建築的可

能性較小。 但另一方面,江蘇、江西一帶的奉祀書院常依託於寺觀、家廟、祠宇等進行經營,展現出

更強的靈活性。 無錫嵩山書院和錫山書院就是其中的顯例。 二者分別是以佛寺和會館充當書院建

築,而獲得奉祀生名額。􀃊􀁎􀁒根據先賢奉祀制度規定應當承擔祠宇功能的嵩山書院,其實具有深厚的

佛教背景。 這與佛道對儒家祭祀空間的實際影響有關。 例如,蒙元時期,岐山周公廟曾長期由道士

值守。 孛木魯翀對此感喟:“周公先聖,在唐與孔子同廟祀天下,今乃令道家者流主祠事,非所以崇

聖道昭禮典。 若立書院,俾儒者主其祠為宜。” 􀃊􀁎􀁓言子名下學道書院曾為僧人所佔,“元初奪於豪僧。
至元間,山長和宗震輩改創之。 ……元末,複奪為僧舍。” 􀃊􀁎􀁔 “弘治間,知縣楊子器捐俸買田四十畝,
給三元堂道士陸允修等收管,以供春秋祭掃之費。” 􀃊􀁎􀁕由於奉祀型書院明確的儒學性質,對其中摻雜

的佛道因素本尤忌諱,先賢家族需依照奉祀政策轉化江南地方宗教傳統,將佛道經營的祭祀空間改

造為符合儒家傳統的書院等建築,以確保賢儒奉祀建築能夠穩定傳承。
奉祀型書院通常以祠廟為核心建築,而擔負教育、收藏等功能的建築一定程度上被忽視或廢

棄。 前述言子文學書院就是一例。 為符合家族奉祀的要求,言子文學書院在明清時期的建設逐漸

由教育與祭祀並重轉向以奉祀為主。 言子書院在萬曆年間重建,名曰“虞山書院”。 重修後的書院

居中為子遊祠,東側為學道堂,西側的弦歌樓院落也附有子遊祭祀空間。 新的書院建築格局不僅確

保了講學、舉業等教育活動,其祭祀功能也有所加強。 康熙年間,馬逸姿重修書院,並在《重修文學

書院言子祠碑記》中提及“告爾子孫,肅奉蒸嘗。 俎豆修潔,黍稷馨香” 􀃊􀁎􀁖,告誡言氏子孫要嚴於祀

事,同時凸顯了書院建築對言子祠祭的意義。 這與《言氏家乘》對文學書院“言氏家塾”的記述相一

致。􀃊􀁎􀁗雍正年間重建,之後復圮,唯有承擔祭祀功能的言子祠和莞爾堂留存,書院的祭祀功能對教育

功能的覆蓋顯而易見。 此後,言子後裔持續承擔對書院的修繕。 及至咸豐十年(1860),只有祭祀

建築言子祠獨存。􀃊􀁎􀁘在此背後是明清以來奉祀型書院承擔賢儒奉祀職責的政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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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浙江等地的南孔書院與江蘇的情況類似,也體現了祠廟功能在奉祀型書院發展過程中的

重要角色。 衢州孔氏也曾借書院增設奉祀生。 《孔府檔案》中收錄了杭州府錢塘縣敷文書院、永康

縣信安書院、新城縣賢溪書院等處的奉祀生設置和承襲情況。 這些書院在教育史上的貢獻不一,但
在南孔奉祀活動的展開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乾隆十三年(1748),衢州孔氏翰林院五經博士孔

傳錦造送《至聖祠廟書院額設奉祀生名數清冊》給衍聖公府,呈文提及“四十八代祖端友從宋高宗

南渡,賜家於浙江之衢州府,建立專祠、家廟、書院,世奉蒸嘗,後子孫繁衍,散居於杭州省會及金華

府之永康縣,並與衢接壤之鄰省江西建昌府新城縣等處,亦建有書院,共額設奉祀生二十四名。” 􀃊􀁎􀁙

據清冊記載,敷文書院二名,信安書院二名,賢溪書院四名。 三座書院的額設奉祀生數量佔比三分

之一。
雖然嘉慶《欽定學政全書》只記錄了賢溪書院,但三間書院增設奉祀生的功能是類似的。 不

過,孔氏主事者似乎主要關注書院的奉祀功能。 乾隆十三年四月衢州造送頂補奉祀生清冊,在正文

的“三衢分祠”右側補寫“新城書院”,且在補選奉祀生的行文格式和措辭上,與祠廟奉祀生揀選並

無二致。 在頂補奉祀生的相關描述中,奉祀生孔傳時被形容成“禮儀嫻習”,孔繼榮被描述為“少年

老成” 􀃊􀁎􀁚,明顯關注是否適合承擔奉祀事宜,而與書院教育功能無涉。 主事者專注奉祀生頂補事項,
甚至將書院名稱寫成了未曾報給禮部的新城書院,以致鬧出一樁公案。􀃊􀁎􀁛之後雖以“訛寫”為由加以

糾正,但此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主事者對書院主體功能的認知和態度。 由此觀之,奉祀型書院的

綜合功能讓步於增設與維繫奉祀的現實目的已成常態。
奉祀型書院的祠廟化,引起了部分清代文士對書院教育功能不足的擔憂。 乾隆年間孔氏族人

孔繼汾針對尼山書院等書院的狀況,曾言:“書院者,本為春秋講學而設也。 今廟祀雖肅,而絃誦之

聲無聞,戾厥旨矣! 顧名思義,是所望於主鬯者。” 􀃊􀁏􀁒這種期待奉祀型書院回歸教育功能的呼聲在江

南書院中亦存。 范仲淹文正書院就被批評“然課士則自明以來廢弛已久” 􀃊􀁏􀁓。 咸豐年間,知縣余龍

光發現青浦孔氏後人多務農,特意在孔宅建立庭聞書院,“集費延師,專為孔氏家塾。 二十年來有

游於庠者,有貢於廷者,彬彬乎漸有成焉。” 􀃊􀁏􀁔但是,奉祀型書院重歸教育的例子僅是少數,孔繼汾等

人的呼籲和努力成效有限。 嘉道以後,增設奉祀愈加困難,奉祀型書院作為家族發展策略的有效性

下降;業已設有奉祀生的家族,多不關心書院的存廢;加上家族經濟的起伏和族支的變動,能夠在晚

清繼續維持奉祀書院建築的完善已著實不易,遑論發揮其教育功能。

結　 語

在提出“奉祀型書院”概念的基礎上,本文嘗試勾勒儒家聖賢奉祀書院的淵源與流變。 元代是

此類書院建築奠基的時期,受書院政策的影響,業儒家族的身份構建和書院祭祀尋得了契合點。 明

清時期,隨著聖賢奉祀制度的完善,南北奉祀型書院得以發展。 尤其是清代奉祀生的廣泛設立,使
得奉祀型書院數量有所增長。 這些實體建築的前身可能是祠墓、寺觀、會館,其轉變為書院屬於奉

祀制度框架內地方傳統與家族策略調和的結果。 有些書院雖被方志和政書記載,卻並未建立實體,
它们只是奉祀家族為了滿足朝廷的政策需要而虛構的名義上的建築。 在教育傳統之外,聖賢奉祀

書院因服務於奉祀生設立,而逐漸在建築構造和性質上呈現出“祠廟化”等特徵。
對“奉祀型書院”的整體觀察可以補充學界關於清代書院復興潮流的既有認識。 一般認為,清

代書院的普及是官方、學術社群和民間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但以奉祀生政策和家族策略為依託

而實踐祭祀、教育和家族建設等多元目的之“奉祀型書院”顯然屬特例。 清代是“奉祀型書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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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峰,其時空分佈與普通書院差異較大。 此前研究認為清代書院發展有兩個高峰,先落在康乾時

期,後在同光間。􀃊􀁏􀁖奉祀型書院在康乾間主要借助朝廷奉祀政策的支持崛起。 但在後期書院復興潮

流中,卻遠落於下風。 這主要是因為奉祀型書院所依託的奉祀政策在清代後期受到壓制,新增奉祀

生的難度越來越大,已經不再成為家族地位提升的主要選擇。 在地域上,奉祀書院也呈現出與普通

書院不同的分佈特點。 清代書院最發達的地區當屬廣東和四川,但兩地的奉祀型書院數量為零。
書院次多的浙江、江西和福建三地,􀃊􀁏􀁗僅有江西設有一座奉祀型書院。 儒家聖賢奉祀型書院主要聚

集在山東地區,但山東除奉祀書院外,書院數量遠低於直隸、江蘇、河南、湖南、雲南等省。 與普通書

院在發展時段和分佈區域上的差異充分體現了清代“奉祀型書院”特殊的發展路徑,也體現出以衍

聖公府為代表的奉祀型家族對明清儒家奉祀書院建設的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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